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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木兰

� � 回到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读硕士时，
唐乐选择了发展中国家公共卫生作为
研究方向，读完后直接申请了联合国艾
滋病规划署(UNAIDS)中国办事处的实
习生，回到中国工作。 唐乐说，这个专业
的同学大部分都会到国外工作，而他自
然最想回中国。

硕士就读期间，他到英国最大的艾
滋病领域民间机构 Terrence Higgins
Trust (THT)实习。 在 THT，唐乐看到了
公民组织能够发挥的巨大作用。THT 有
比较典型的系统化工作流程，可以在各
个层面发挥作用。 除了为相关人群提供
检测、咨询，帮助转接治疗机构等，他们
还会关注领域内的新闻、动态和政策报
道，分析其是否科学；收集相关数据、证
据，通过各种渠道传达信息，影响政策
的决策过程。 同时，当政府在考虑制定
涉及到性健康或艾滋病感染者人群权
益的新政策时，也会主动征求他们的专
业意见。

当然，产生这种影响的前提是机构本
身的专业、透明做得非常好，掌握足够的
资源，并且在资金、政策方面得到保障。 唐
乐说， 在英国拿到募款资格比较容易，
THT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公开募捐， 也有
政府的购买支持。 政府更愿意支持这些组
织活动，“如果政府部门直接在社区开展
艾滋病相关工作，可能缺乏亲和力，而民
间组织更容易接触到这些人群。 ”

THT 很大的作用是向政府反映来
自艾滋病感染者人群的意见和看法。 而
它的工作人员，有许多本身就是艾滋病
感染者或者相关人群，他们代表艾滋病
感染者人群，为自己说话。

唐乐觉得公共卫生是一个很有意
思的话题， 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问题，
公共卫生不仅是提供健康解决方案，很
大程度上在关注社会问题，尤其是艾滋
病领域，涉及到反歧视、社会组织的工
作等等。 UNAIDS 在中国也支持了一些
已形成的网络，如同志论坛、性工作者
论坛、中国抗艾滋病妇女网络等，这些
社会组织变得越来越成熟，逐渐发挥更
大的作用。 民间组织可以提供很多实际

有用的信息，他们是这个领域最专业的
人。 UNAIDS 会定期与这些组织联系，
也定期召开大型红丝带论坛等活动，请
政府和民间组织共同参与。

为这些人群建立提出意见的渠道很
重要。 唐乐认为，不能只觉得艾滋病感染
者是病人，单向地提供救助就可以。作为
主体， 艾滋病感染者和易感人群需要参
与到防艾的过程、 甚至相关政策的制定
中，这样才能真正反映他们的需求。

近几年， 中国有很多新政策出台，
支持社会组织，为它们提供资金支持和
开放登记。 这两方面的问题如果能够解
决，社会组织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否则，
当工作人员都不明确这个组织明年还
能不能存在、 没有基本生活保障的时
候，是很难把工作做好的。 唐乐表示还
并不确定目前正式登记的防艾组织具
体数量，但与前几年相比，实际活动的
已经多了很多。

唐乐在UNAIDS负责倡导和信息管
理，制定宣传计划，组织活动，管理社交媒
体等。 他要收集国际艾滋病领域的信息、
案例、最新动态，包括总部会定期发一些
最新的报道和资料，还有来自其他联合国
机构、全球的非政府组织的信息，将这些
分享给国内的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确保
它们可以获得权威的国际资料。

唐乐也很关注国内的消息，对于近
日广东省教育厅发布的《教师资格申请
人员体格检查标准（征求意见稿）》，将
艾滋病列入不合格之列。 唐乐认为，艾
滋病在正常接触中是不会传染的，没有
正当的理由限制他们的工作，这是一种
歧视。 在英国，艾滋病感染者是可以做
手术医生的。

当然，他很理解有人反对艾滋病感
染者做老师，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
人们也因为不太清楚艾滋病的传播途
径，担心传染到孩子。 而且很多人认为
艾滋病有道德关联，但我们不能因为别
人患上这种疾病而对他进行道德判断。
另一方面， 人们不了解歧视的危害，社
会歧视会让更多人不愿意去做检测和
获得药物，这无疑会起到反作用。

� �“最开始学法，对美国的税法很感
兴趣，而美国的税法其中很大部分是用
来管理基金会；后来读博士研究英国的
社会保障制度，里面提到很多关于基金
会的问题，所以最后的研究领域就变成
以基金会为核心，辐射到与其相关的法
律、治理、募款、流程管理、宏观政策等
等。 ”

2012 年 5 月， 由上海宋庆龄基金
会、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和基金会中
心网三家合作的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
校宋庆龄公益慈善教育中心成立，这是
国内第一次从本科生开始定向培养公
益领域专业人才。 褚蓥，被邀请授课。

课不多， 两门———慈善史和慈善
法，每月集中教学一个礼拜。 那是褚蓥
最放松的日子， 他喜欢跟学生们在一
起，向他们传授自己的研究成果，听他
们提出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的问题。 虽然
夜晚睡在陌生的床上他总是失眠，白天
却依旧精神抖擞。

没有课本，褚蓥只能靠讲稿，这也
是他最近忙的———把讲稿整理集结，出
版做下学期学生的教材。 下学期，他还
要开设一门新课：基金会筹资。 他已经
想好了吸引学生们对此产生兴趣的方
法———讲一个故事。

故事是这样的：说一位当教授的爸
爸领着女儿去动物园，在动物园门口遇
到了企鹅馆里的小丑。 小丑告诉女儿在
下午三点企鹅馆将举办表演，欢迎他们
前来参观，小丑礼貌地问了小女孩的名
字———凯莉。 到了时间，父女俩如约而
至。 企鹅表演了一段时间后，小丑上台，
说下面欢迎凯莉到台上来跟小企鹅互
动。 互动结束，小丑问凯莉，你愿不愿意
领养它呀？ 凯莉很高兴，教授爸爸也没
办法。 从此以后，逢年过节、小企鹅过生
日、小企鹅生宝宝……父女俩都会收到
来自企鹅馆的募款倡议书，而女儿总是
会想办法让父亲掏些钱出来。

“这就是成功的募款案例， 有精准
的募款对象和有效的募款方法。 而当下
国内基金会的募捐，则仍是以人际募捐
为主，没有技术含量也没有形成市场。 ”

“当然， 没有市场也就说明市场广
阔。 ”

有着强大辩证思维的褚蓥脑袋里
藏了许多“离经叛道”的看法。

比如，他认为当下国内关于基金会
管理的法律制度相当不健全，却也不认
同呼吁政府出一部大而全的《慈善法》。

“在现阶段，法律不完善是有理由的。 法
律太完善了，反而会束缚公益机构的手
脚，阻碍其发展。 美国关于基金会的立
法浩如烟海，在‘二战’后有一个集中立
法的时期，可那时美国的基金会已经有
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 ”

再比如，他绝对不能认同中国红十
字会是法定机构的说法。“这里说的法
定机构在我国是指有自己独立的法律，
和国务院平级，只归全国人大管理的机
构。 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几乎没有什么
可以制约它。 我在一次开会时遇到过红
十字会的领导，他们说自己有专门的国
际条约，有三重赋权，不是一般的公益
机构而是人道组织。 国际公约太多了，
许多国际组织都可以说自己三重赋权，
靠这些理由就认定是法定机构，那法定
机构多了去了。 ”

又比如，他甚至认为国内究竟应该
由谁来管理慈善组织的问题都没有讨
论清楚。“民政部门管理的好处是对口，
便于统一管理。 但缺点是不专业，慈善
组织的管理要求非常专业，尤其是基金
会偏向于税务管理， 问题都在钱上、账
上。 美国的基金会监管机构就美国国内
税务局一家，权责明确。 ”

2013 年，褚蓥三十岁。 而立之年，他
有 N 多规划： 想找个温良顾家的老婆、
想把工作敲定、想买个房、想出本书、想
翻译点文章、想做几个项目、想参与几
个调研……说这些时，善于联想的记者
已经感觉天花乱坠， 可他却仍不疾不
徐：“我还年轻呢，正是踏实做事的好时
间。 再可能是因为喜欢看史书吧，读史
让人沉静。 ”

� � 唐乐(Guy Taylor)最初参与到艾滋病教育和防治是在中国。 在英国读完大
学，因为对中国文化和语言感兴趣，唐乐来到中国。在学中文的同时，他跟

一个社区组织的朋友在农民工学校做艾滋病教育，这影响到了他之后的选择。

� � 读小学时， 褚蓥就觉得自己长大会做个学者。 因为他太喜欢看书了。 2012
年，褚蓥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学术专著———《美国私有慈善基金会法律制

度》。书的扉页上，他被这样介绍：男，1983 年 11 月生，浙江湖州人，西南政法大学法
学学士、硕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学博士，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
倡导和信息管理助理项目官员 唐乐

让艾滋病感染者发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褚蓥

学者的公益世界


